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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岳霖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 “中国哲学史” 这个名

称上的 “困难”, 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 并

影响了 21 世纪初关于 “中国哲学合法性” 的讨论。 金先生在 20 世纪 40 年

代写成 《中国哲学》 一文, 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 “逻辑和认识论的

意识不发达” “天人合一” “哲学与伦理、 政治合一” “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

一”。 回顾金先生对 “中国哲学” 的论述, 对于我们认识 “中国哲学” 学科

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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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 (1895—1984) 在逻辑学、 西方哲学和

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卓有建树, 而他与 “中国哲学” 的直接联系主要见于

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为冯友兰先生 《中国哲学史 (上)》 写的 “审查报告”①

和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写的 《中国哲学》 (Chinese Philosophy)。② 回顾金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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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 “审查报告” 写于 1930 年, 作为附录原刊于冯友兰所著 《中国哲学史 (上)》 (神州

国光社 1931 年版), 现见于冯友兰所著 《三松堂全集》 第 2 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又被收入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所编的 《金岳霖文集》 第 1 卷 (甘肃人

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此文写于 1943 年, 原文系英文, 刊于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1 (1), 1980, 后被收

入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所编的 《金岳霖文集》 第 2 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其中译文 (钱耕森译, 王太庆校) 刊于 《哲学研究》 1985 年第 9 期, 后被收入

胡军所编的 《金岳霖选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霖先生对 “中国哲学” 的论述, 对于我们认识 “中国哲学” 学科的发展和

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 关于 “中国哲学史” 名称的 “困难”

冯友兰先生在 《中国哲学史 (上)》 的 “绪论” 中开篇讲 “哲学之内

容”, 首言: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 今欲讲中国哲学史, 其主要工作之一,
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 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

之。”① 这应是近现代意义的 “中国哲学史” 学科在最初建立时所直接面对

的问题。 因为中国传统学术并无 “哲学” 这个名词,② 也就没有近现代意义

的 “哲学” 这个学科, 所以要认清中国传统学术中哪些属于 “哲学之内

容”, 不得不参考西方哲学。
冯先生认为, “哲学之内容” 大略可分为宇宙论、 人生论和知识论。 此

“三分法” 既是西方哲学所普遍流行的分类, 又 “约略” 与中国哲学讲的 “性
与天道” 及 “为学之方” 的内容相对应。 如此说来, “所谓中国哲学者, 即中

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③ 冯先生

又指出, 中国哲学虽然没有 “形式上的系统”, 但有 “实质上的系统”。 “一
个哲学家之哲学, 若可称为哲学, 则必须有实质的系统”; “讲哲学史之一

要义, 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 找出其实质的系统”。④ 冯先生也

指出了 “中国哲学之弱点”, 即中国哲学家大多不是 “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

其好, 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 “逻辑, 在中国亦不发达”, “又以特别注重

人事之故, 故于宇宙论之研究, 亦甚简略”。⑤ 这些是中国哲学的 “弱点”,
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哲学的特点。 如冯先生指出, “因中国

哲学家注重 ‘内圣’ 之道, 故所讲修养之方法, 即所谓 ‘为学之方’, 极为详

尽。 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 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⑥

金岳霖先生在为冯著写的 “审查报告” 中虽然对冯著有所肯定, 但重

点提出了 “中国哲学史” 有其名称的 “困难”: “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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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 第 2 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45 页。
“哲学” 译名始于日本学者西周, 他在 1874 年出版的 《百一新论》 中始 “将论明天道人

道, 兼立教法的 philosophy 译名为哲学”。 “哲学” 译名在 1895 年首次出现在中文著作黄

遵宪的 《日本国志》 和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 中。 参见李存山: 《国学与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年鉴 2010》, 哲学研究杂志社 2010 年版, 第 25 ~ 51 页。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 第 2 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49 页。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 第 2 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52 ~ 253 页。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 第 2 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49、 251 页。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 第 2 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51 页。



学的史呢? 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① 这个问题如果用英文表述, 其意义

更清楚, 即 “It 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China?” 如果从后一种意义上说, 即 “哲学史在中国”, 此 “哲学史” 就是

一般的或普遍的哲学史, 而不是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史。
金先生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 “一个态度是把中国

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 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

题; 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 “根据前一种态度来

写中国哲学史, 恐怕不容易办到”, 而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 和冯先

生的 《中国哲学史》 都是取第二种态度, 即 “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

学史”。② 金先生说: “现在的趋势, 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遍的哲学

问题。 ……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 但是

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③ 可以看出, 金先生当时提出 “中国哲学史” 名称

的 “困难”, 其前提条件是当时流行的而且 “不容易中止” 的 “把欧洲的

哲学问题当做普遍的哲学问题”。
金先生认为, 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采取了第二种态度, 即

“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 我想这一点起码不会被冯先生接受,
因为冯先生所说中国哲学关于 “性与天道” 和 “为学之方” 的学说只是

“约略” 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宇宙论、 人生论和知识论。 而且, 冯先生也指出

了中国哲学 “又以特别注重人事之故, 对于宇宙论之研究, 亦甚简略”,
“各哲学之系统, 皆有其特别精神, 特殊面目。 一时代一民族亦各有其哲

学”。④ 冯先生后来在 1937 年还专作有 《论民族哲学》 一文, 认为 “某民族

的哲学, 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 是用某民族的言语说底”, 这样的民

族哲学 “就于一民族在精神上底团结, 及情感上底满足, 有很大底贡献”。⑤

就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言, 金岳霖先生当时提出 “中国哲学史”
名称的 “困难”, 其积极意义是促进了对于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自觉意

识, 从二者的辩证关系中确立了中国哲学的 “合法性”。 这主要表现在张岱

年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完成的 《中国哲学大纲》。
张岱年先生是张申府的胞弟, 他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就发表多

篇哲学与哲学史论文, 并与冯友兰、 金岳霖等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在冯著

《中国哲学史 (上)》 于 1931 年出版后, 张岱年先生在 1932 年就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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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 第 2 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617 页。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 第 2 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617 ~ 618 页。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 第 2 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616 页。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 第 2 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51、 254 页。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 第 5 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73 页。



《评冯著 〈中国哲学史〉》,① 肯定此书是 “现在比较最好的一部中国哲学

史”, “太史公所谓 ‘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 此书实已做到了”。 在冯著

《中国哲学史二册》 全书于 1934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 张先生又在

1935 年发表了 《冯著 〈中国哲学史〉 的内容和读法》,② 仍肯定 “这实在是

一本最好的中国哲学史”, 并指出此书 “是很能应用唯物史观的” “最注意

各哲学家之思想系统” “最能客观, 且最能深观” “最注意思想发展之源流”
“极注意历史上各时代之特殊面目” “取材极其精严有卓识” 等六条优点。

张先生 1933 年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 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任

教, 与冯友兰先生、 金岳霖先生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 张先生晚年在 《研习

哲学过程杂忆》 中说: “我在哲学思想方面, 与吾兄申府是同调; 在中国哲

学史研究方面, 则与冯友兰先生是同调。”③ 从张先生早年发表的两篇书评

来看, 他对冯先生的 《中国哲学史》 和陈寅恪先生、 金岳霖先生为冯著写

的 “审查报告” 都是认真读过的。 这深切地影响了他对 《中国哲学大纲》
的写作。

张先生在 1935 至 1936 年写成 《中国哲学大纲》, 此书 “序论” 的第一

节是 “哲学与中国哲学”, 这是他 “经过深入思考” 的。 他在晚年作的 《张
岱年学述》 中说: “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中国有无固有的哲学’。 ……
我提出: 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总的类称, 而非专指西洋哲学。 我们可以说有

这样一类学问, 姑且总称之为哲学, 其中一个特例是西洋哲学, 而凡与西洋

哲学有相似点, 而可归入此总类者, 都可叫作哲学。 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

根本旨趣上未必尽同……同样可以称为哲学。”④

张先生在 《中国哲学大纲》 “序论” 中说: “中国以前的那些关于宇宙

人生的思想理论, 是不是可以叫作哲学? 关于此点要看我们对于哲学一词的

看法如何。” 其中一种看法是, “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 或认西洋哲学

是哲学的唯一范型, 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 即是另一种学问而

非哲学; 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 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

作哲学了”。 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种看法, 即张先生的正面表述: “不过我

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 而非专指西洋哲学。 可以说, 有一类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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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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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评发表在 《新月》 1932 年 11 月第 4 卷第 5 期 “书报春秋” 栏目, 由杜运辉教授搜

集张岱年先生佚文所得。 参见杜运辉编: 《张岱年集》 上册,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版, 第 132、 133 页。
此书评发表在 《出版周刊》 1935 年 4 月 27 日第新 126 号和 5 月 4 日第新 127 号 “读书

指导” 栏目, 由杜运辉教授搜集张岱年先生佚文所得。 参见杜运辉编: 《张岱年集》 上

册,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392 ~ 396 页。
《张岱年全集》 第 8 卷,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463 页。
张岱年著, 林大雄整理: 《张岱年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47 页。



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 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 如此, 凡与西洋哲学有相

似点, 而可归入此类者, 都可叫作哲学。 以此意义看哲学, 则中国旧日关于

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 便非不可名为哲学。”① 张先生在这里所说的

“类称” 或 “总名” 就是讲哲学的普遍性, 而 “特例” 则是讲中、 西哲学的

特殊性。 因为西方哲学并非 “哲学的唯一范型”, 而只是 “哲学” 这个 “类
称” 中的一个 “特例”, 所以中国哲学虽然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哲学有所不

同, 但它也是 “哲学” 这个 “类称” 中的一个 “特例”, 故也可 “名为哲

学” ———这就是中国哲学在名称上的 “合法性”。
《中国哲学大纲》 又名 “中国哲学问题史”, 它所讲的不是 “把欧洲的

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 而是 “在探寻问题的时候, 固然也参照了

西方哲学, 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 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

排列的次序, 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② 张先生又说: “求中国哲学系统,
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 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③

“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 实乃是 ‘因其固然’, 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
而加以解析, 并非强加割裂。”④ 张先生又着重讲明中国哲学之特点: 重要

的有三点, 即 “合知行” “一天人” “同真善”; 次要的有三点, 即 “重人

生而不重知论” “重了悟而不重论证” “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⑤

由上可见, 金岳霖先生提出的 “中国哲学史” 名称的 “困难” 问题,
在张先生的 《中国哲学大纲》 中已基本解决了。 此后, 金先生在 1943 年用

英文写成 《中国哲学》 一文, 提出 “中国哲学” 有四个特点, 说明金先生

也已不再把 “中国哲学” 的名称当作一个问题了。
但是在 21 世纪初, 学界又提出了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问题, 仍然是

以金先生提出的问题为主要依据。 在这场讨论中有不熟悉或不尊重前人的研

究成果及断章取义等问题, 但也突出了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特

色重视不够的问题, 故这场讨论的积极意义是促进了学界更加注重对中国哲

学特殊性的研究。

二、 关于 “中国哲学” 的四个特点

金岳霖先生的 《中国哲学》 一文写成于 1943 年。 在金先生的系列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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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序论”, 第 2 页。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新序”, 第 6 页。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自序”, 第 19 页。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序论”, 第 4 ~ 5 页。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序论”, 第 5 ~ 9 页。



中, 他的 《逻辑》 一书完成于 1935 年, 于 193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论
道》 一书完成于 1938 年, 于 1940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知识论》 一书完

成于抗战时期, 1940 年完稿, 但因躲避日军空袭而遗失, 1948 年重写完成,
交商务印书馆, 1958 年被收入 《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 由商务

印书馆出版 (内部发行), 1983 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此外, 金先生的

《道、 自然与人》 (Tao, Nature and Man)① 一文写于 1943 至 1944 年访问美

国期间, 此文用英语节录了 《论道》 一书的部分内容, 并在后面增加了

“论自然与人” (Nature and Man) 一章。 从时间上的顺序来说, 金先生的

《中国哲学》 与 《道、 自然与人》 为同时期的作品, 与 《论道》 一书有联

系, 尤其与 “论自然与人” 有较密切的联系。
金先生在 《中国哲学》 一文中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
(一) “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 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

发达”②

这个特点显然也是中国哲学的弱点, 但金先生对此并没有完全持批评

和否定态度, 而是有所回护。 他说, “这个说法的确很常见, 常见到被认

为是指中国哲学不合逻辑, 中国哲学不以认识为基础。 显然中国哲学不是

这样。 ……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 也能轻易自如地安排得合乎

逻辑; 他们的哲学虽然缺少发达的逻辑意识, 也能建立在已往取得的认识

上。 ……中国哲学家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论意识和逻辑意识, 所以在表达

思想时显得芜杂不连贯”。③ 这种既有所批评又有所回护的说法, 近似于冯

友兰先生说的中国哲学虽然缺少 “形式上的系统” 但又有着 “实质上的

系统”。
金先生又说: “在先秦, 那时有一批思想家开始主张分别共相与殊相,

认为名言有相对性, 把坚与白分离开, 提出有限者无限可分和飞矢不动的学

说; 这些思辨显然与那个动乱时代的种种问题有比较直接的关系。 研究哲学

的人当然会想到希腊哲学中的类似情况。 从这类来自理性本身的类似学说

中, 可见他们已经获得了西方哲学中那种理智的精细; 凭着这些学说, 哲学

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锻炼精神的活动。 然而这种趋向在中国是短命的; 一开

始虽然美妙, 毕竟过早地夭折了。 逻辑、 认识论的意识仍然不发达, 几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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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① 中国哲学史上的这一段历史过程, 促使我们反思先秦时期名

辩思潮的兴起和衰亡。 在司马谈、 司马迁父子所注重的先秦六家中, 儒、
道、 法、 阴阳四家的思想在秦以后都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但只有墨家、 名家

的名辩思潮 “中道断绝” 了。 在西晋时期, 鲁胜在他所作的 《墨辩注·叙》
中就已说, 名家的学说 “后学莫复传习, 于今五百余岁, 遂亡绝, 《墨辩》
有上下 《经》, 《经》 各有 《说》, 凡四篇, 与其书众篇连第, 故独存”
(《晋书·隐逸传》)。 而以后他的 《墨辩注》 也失传了, 唯 《墨子》 书后来

被保存在 《道藏》 中。
金岳霖先生对此做了中、 西哲学比较及其与近代科学兴起之关系的反

思, 他说: “科学在西方与希腊思想有紧密联系。 ……实验技术是欧洲文化

史上比较晚起的, 尽管对科学极为重要, 却不是产生科学的唯一必要条件。
同样需要的是某些思维工具; 人们实际提供的这类工具, 很可以称为思维的

数学模式。 ……希腊文化是十足的理智文化……如果说这种逻辑、 认识论意

识的发达是科学在欧洲出现的一部分原因, 那么这种意识不发达也就该是科

学在中国不出现的一部分原因。”②

金先生的这个反思, 使笔者想到张岱年先生曾经多次讲过的两个观点。
他曾多次引用 《左传》 中的 “国有以立”, 指出中国文化历数千年发展而没

有中断, 一定有其内在的精神基础, 这个精神基础可以称为 “中华精神”,
集中表达在 《易传》 的两句名言中, 即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
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张先生也曾多次指出, 中国文化在近代没有出现

哥白尼、 伽利略那样的科学家, 也一定有其内在的缺陷。 这个缺陷之一应该

就如金先生所说, 中国哲学的 “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
金先生还讲道: “中国哲学非常简洁, 很不分明, 观念彼此联结, 因此

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 结果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加以注解, 加以诠

释。 很多独创的思想, 为了掩饰, 披上古代哲学的外衣; 这些古代哲学是从

来没有被击破, 由于外观奇特, 也从来没有得到全盘接受的。 中国历史上各

个时期数不清的新儒家、 新道家, 不论是不是独创冲动的复萌, 却决不是那

独创思想的再版。 实际上并不缺乏独创精神, 只是从表面看来, 缺少一种可

以称为思想自由冒险的活动。”③ 这使我们想到中国哲学的 “书不尽言, 言

不尽意”, 以及冯友兰先生在 《中国哲学史 (下)》 中讲的 “经学时代” 的

“旧瓶裝新酒”。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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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哲学的第二个特点, 即 “多数熟悉中国哲学的人大概会挑出

‘天人合一’ 来当做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①

关于 “天人合一” 的 “天”, 金先生说: “如果我们把 ‘天’ 了解为

‘自然’ 和 ‘自然的神’, 有时强调前者, 有时强调后者, 那就有点抓住这

个中国字了。”② 这里的 “自然和自然的神”, 在英文原稿中作 “both nature
and nature􀆳s God”,③ 这就是中国哲学 “天” 概念所具有的 “自然之天” 与

“主宰之天” 的含义, 而 “主宰之天” 意味着有人格意志的 “神”。 《庄子·
秋水》 篇说: “牛马四足, 是谓天; 络马首、 穿牛鼻, 是谓人。” 此 “天”
即自然之天。 宋代理学家程颐说: “以形体言之谓之天, 以主宰言之谓之

帝” (《二程遗书》 卷二十二上)。 后者即主宰之天。 中国哲学的 “天” 概

念虽然有自然之天、 主宰之天及义理之天等不同的含义, 但是在行文中往往

不作严格的或明确的区分, 所以金先生把中国哲学的 “天” 概念表述为

“自然和自然的神” 是有一定根据的。
金先生由中国哲学的 “天人合一” 讲到西方文化将人与自然相分离所

带来的后果, 他说: “西方有一种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这种态度的结果,
一方面是人类中心论, 另一方面是自然顺从论。 这对科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促进科学的因素之一, 是获得征服自然所需要的力量。 没有适当的自然知

识, 就不能征服自然。 只有认识自然规律, 从而利用自然, 人才能使自然顺

从。 ……实际上, 全部现代工业文明, 包括功罪参半的军事装备, 至少在某

种意义上都可以看成用自然手段征服自然以达到人类愿望的实例。”④ 这主

要是从其重要的积极意义上讲, 但它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西方对自

然的片面征服似乎让人性比以往更加专断, 带来更大的危险。 设法使科学和

工业人化, 是设法调和人性, 使科学和工业的成果不致成为制造残忍、 屠杀

和毁灭一切的工具。”⑤ 这里讲的 “设法使科学和工业人化”, 就是要克服科

学和工业所产生的反对人本身的 “异化”, 而 “人化” 则是要使其服从人的

目的和意义。 金先生对科学和工业所产生的 “异化” 的批评, 以及他主张

“人化” 的呼吁, 使我们想到瑞典的空间物理学家、 197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阿尔文博士 (Dr. Hannes Alfven) 声言反对使其对空间物理的研究成为

“星球大战” 的序曲, 反对使各国的国防部成为 “大批杀伤平民部”, 由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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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 “人类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回到 25 个世纪以前, 去汲取孔子的智慧。”①

在金先生写于美国的 《道、 自然与人》 一文的最后一章, 即 “论自然

与人” 章, 金先生较多论述了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 思想。 他说, “这一

思想很可能是与农业社会或农业文明相关的, 因此有关技术的知识还未得到

过充分的发展足以给人们提供他们的力量可以征服自然的观念。 相反, 他们

依赖于环境的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这一意识提供给他们的思想是自然的

力量胜过人”。② 这指出了 “天人合一” 思想的 “前现代” 性质及其必然带

有的历史局限。 那么, 在科学知识已经十分发达的现代, “天人合一” 思想

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金先生为此提出 “我们应该区分知识和信念”, 他

说, “知识当然伴随有信念, 但是信念却并不总是伴随有知识或甚至是以它

为基础的。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拒斥作为知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但是它

却可以被当做信念来接受”。③ 这就是说, 在现代作为知识的 “天人合一”
已经过时了, 但是作为信念的 “天人合一” 仍有存在的价值。 这启示我们

在现代如何正当地处理 “明于天人之分” 与 “天人合一” 的分殊和互补

问题。
金先生又指出,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 “欲望和需要” 在不断地增长, 也

比以前 “更多地被这些欲望和需要所驱使, 被它们所奴役……由于征服客观

自然和人类其余部分的力量的不断增长, 人的自我奴役的可能性也在极大地

增加”。④ 这仍是讲科学技术所带来的 “异化”。 由此, 金先生讲到东、 西方

社会各有不足和东、 西方文明如何互补的问题。 他说, “东方社会没有解决

人类的困难的问题, 而西方社会同样也没有解决人类的幸福所带来的问题”,
“幸福既是内部生活的和谐, 也是与外在世界融洽相处的能力, 后者只有当

它能够对前者有所贡献的时候才能成为宝贵的财产”。⑤ 西方的那种 “自我

中心” “征服自然” 的 “英雄特性”, 所需要的是东方的那种 “谦和” 的、
摆脱了 “人类中心主义” 的 “圣人特性”。 “民主的信念, 人类价值的观念,
朝着生活条件平等的现实的奋斗应该与实现如下的目标相一致, 即人不应该

使自己脱离纯粹的自然并主宰它……为了拯救自己, 他是必须要超越这些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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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满足的。”① 这里强调了东、 西方文化的兼容互补, 也重申了 “天人合

一” 思想在当代的重要现实意义。
(三) 中国哲学的第三特点是 “哲学与伦理、 政治的合一”
金先生说: “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 这是不言而喻的。 希腊哲学和

中国哲学都体现了这个观点。 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 无不特别强调良好

政治生活的重要性。 这些学者既是政治思想家, 也是哲学家。 ……由于人们

要过良好的生活, 所以生活与政治相连结这条原则把哲学直接引到政治思

想, 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与政治发生联系, 关心政治。”② 这可以说是中、 西

哲学都曾具有的传统。 但是, “这个传统在西方没有完全贯彻……然而它在中

国几乎一直保持到今天。 中国哲学毫无例外地同时也就是政治思想。 ……道家

和儒家一样有自己的政治理想”。③

在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纯粹科学、 技术 (应用科

学) 和实践智慧三种类型, 他所谓的 “实践智慧” 在当时就是指伦理学和

政治学。 他认为, “实践智慧” 是 “最高主宰的科学, 最有权威的科学”,
“它自身的目的含蕴着其他科学的目的”。④ 在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中, 这

一 “实践智慧” 的传统没有延续下来。 而当代诠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
“20 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立的时代, 并且开始使

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 所有这一切都 “既是我

们文明成熟的标志, 同时也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 他提出要建立一种

“以重新恢复实践智慧或实践理性为核心的人文科学模式”, “我们惟有重

新恢复实践智慧的主要权威, 并利用实践智慧来控制盲目的科技应用, 使

之不产生危害人类的后果, 我们才能产生富有生命力的真正的人文科学和

社会科学模式”。⑤

与西方哲学中断了 “实践智慧” 的传统不同, 中国哲学的发展一直保

持了哲学与伦理、 政治的合一。 金先生说: “孔子本人就既是哲学家又是政

治家。 ……那模式就是哲学和政治思想交织成一个有机整体, 使哲学和伦理

不可分, 人与他的位分和生活合而为一。 ……儒家讲内圣外王, 认为内在的

圣智可以外在化成为开明的治国安邦之术, 所以每一位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是

潜在的政治家。 一个人的哲学理想, 是在经国济世中得到充分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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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哲学和政治思想意味深长地结成了一个单一的有机模式。”① 这一

“有机模式” 使我们想到中国的 “哲” 字第一次在儒家的经典中出现是在

《尚书·皋陶谟》, 其云: “知人则哲, 能官人; 安民则惠, 黎民怀之。”
“哲” 是智或大智的意思, 而 “知人” “能官人” 就是能够 “知人善任” 的

意思, 其目的又是能 “安人” 而使 “黎民怀之”。 《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

评论先秦六家要旨时也说: “夫阴阳、 儒、 墨、 名、 法、 道德, 此务为治者

也, 直所从言之异路, 有省不省耳。” 尽管各家的言路有所不同, 但他们

“务为治者也” 的目的或宗旨是相同的。
(四) 中国哲学的第四个特点是 “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
金先生说: “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 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伦理、 政治、 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 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

可分的一体。 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 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 按

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 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 他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

自己修养到进于无我的纯净境界, 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 ……哲学从来不单

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 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
在极端情况下, 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 我们说的并不是哲学家的才

具……我们说的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② 金先生在这里说的就是中国

哲学的 “合知行” “同真善” 的特点。
“因为伦理、 政治、 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 所以 “知识和美德”

或 “真与善” 便成为不可分的一体。 美德或善从来都不仅是思想, 而是

“实践理性”, “实践” 就意味着要 “身体力行”, 要 “知行合一”。 《庄子·
大宗师》 说 “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这是道家的 “合知行” “同真善”。 《周
易·文言传》 说 “修辞立其诚”, 《中庸》 说 “诚者, 天之道也; 诚之者,
人之道也”, 这是儒家的 “合知行” “同真善”。 “诚者, 真实无妄之谓。”
(朱熹 《中庸章句》) “诚” 就是一个 “同真善” 的概念, “天道” 是真实无

妄的, 而 “人道” 的 “诚之” 就是要努力做到真实无妄, 这就要做到内外

一如、 言行一致、 知行合一。
孔子说, “先行其言, 而后从之” (《论语·为政》), “君子欲讷于

言, 而敏于行” (《论语·里仁》), “始吾于人也, 听其言而信其行; 今

吾于人也, 听其言而观其行” (《论语·公冶长》)。 这都是强调德行、 言

行、 知行统一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若要真正深入理解中国古代一个哲学家

的思想, 往往不能忽略他的传记或年谱, 这是因为中国古代一个哲学家的

思想往往体现在他的传记或年谱中, 他的思想与他的为人处世、 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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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军编: 《金岳霖选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72 ~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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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
朱熹说: “知与行工夫, 须着并到。 知之愈明, 则行之愈笃; 行之愈笃,

则知之益明。” (《朱子语类》 卷十四) 这是讲知与行是一个统一的交相促进

的过程。 王阳明说: “未有知而不行者; 知而不行, 只是未知。 ……知是行

的主意, 行是知的工夫; 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 若会得时, 只说一个

知, 已自有行在; 只说一个行, 已自有知在。” (《传习录》 上) 在王阳明的

思想中, 知是 “致良知”, 行是 “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 二者更是

“合一” 而不可分的关系。
张岱年先生在 《忆金岳霖先生》 一文中说: “1984 年有一天, 金先生忽

然问我: ‘你觉得熊十力的哲学怎样?’ 我说: ‘您觉得如何?’ 金先生说:
‘熊十力的哲学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哲学背后有他这个人。’”① 金先生对

熊十力哲学的这个评价, 也正是他曾讲过的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 “哲学家

与他的哲学合一”。

三、 结语

从金岳霖先生关于 “中国哲学” 的两篇文章来看, 两者的观点存在一

定差异: 1930 年为冯友兰先生 《中国哲学史 (上)》 写的 “审查报告” 一

文提出 “中国哲学史” 的名称存在困难, 而 1943 年的 《中国哲学》 一文则

认为 “中国哲学” 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有其独特的优点。 然而通过仔细分

析可知, 两者的观点差异并没有那么大, 前者虽然提出 “中国哲学史” 的

名称存在困难, 但实际是希望用这个问题来激发学界对 “中国哲学” 的深

入讨论。 而 “中国哲学史” 名称的 “困难” 问题, 此后在张岱年先生的

《中国哲学大纲》 中基本被解决了。
金岳霖先生也在这一问题的激发下对 “中国哲学” 进行了更深入的思

考, 并在之后撰写了 《中国哲学》 一文。 他认为, 一方面, “中国哲学” 有

缺陷, 即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 这是因为与西方逻辑类似的中国先秦

时期的名辩思潮后来衰落了, 但我们现在可以复兴这种思潮, 弥补逻辑和认

识论的缺陷; 另一方面, “中国哲学” 在 “天人合一” “哲学与伦理、 政治

合一” “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 三方面有其优点, 在现代值得继续阐发与

弘扬。

(责任编辑: 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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